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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施用风险分析及相关标准综述
唐  杉1,2，刘自飞3，王林洋1，杜为研1，刘继培4，汪  洪
*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肥料源性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北京  100081；
2．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01；
3．北京市土肥工作站，北京  100029；
4．北京市大兴区土肥工作站，北京  102600）
摘  要：合理利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科学施用有机肥料，对提升土壤肥力、提高农产品产量与品质、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有机肥料施用过程可能存在的危害风险，包括：重金属、抗生素、环境激素、微塑料等可能会对产地生态环境与农产品安全产生影响的风险。盐分过高、腐熟不够对作物生长不利的风险。人体病原生物、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等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以及进口有机肥料带入的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总结了有机肥料产品标准中相关风险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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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tional use of agricultural organic waste resources and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s (OF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soil fertili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to reduc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and their hazards when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Heavy metals, antibiotics, environmental hormones and microplastics in OFs would result in risks of ecological contamin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safety. The adverse effects of high salt content and insufficient maturity of OFs on crop growth. Biological safety risks such as OFs containing pathogenic organisms of plant, animal, and huma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the risk of biological invasion from the imported OFs. The relevant limit indexes in OF standards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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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包括商品有机肥料、绿肥、农家肥和由农民自积自造肥料。有机肥料原料来源广泛、种类繁多，如秸秆与果蔬残余、牛猪羊马鸡等畜禽养殖粪污、海洋养殖废弃物、餐厨垃圾、豆粕、棉粕、酒糟、醋糟、木薯渣、糖渣、糠醛渣及味精、制糖、造纸废弃物，还有泥炭、腐植酸、绿肥、沼渣沼液等。在可持续农业和循环农业的名义下，有些企业将生活垃圾、污泥等也作为有机肥料的原料。有机肥料可能存在重金属、抗生素、有机污染物、病原体包括病毒、支原体、细菌、真菌和肠道寄生虫，次生病原体及其毒素、过敏原、腐蚀性物质、爆炸性和锋利性物质等，对作物生长、生态环境、农产品安全与人体健康存在一定程度风险[1]。世界各国对有机肥料管理严格。2019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Regulation (EU) 2019/1009法案，“欧盟肥料产品（EU fertilising products）”产品分类目录中增加有机肥料，定义为含有机碳和纯生物起源的养分，可含有泥炭、褐煤和褐煤，但不含其他石化或嵌入到地质构造中的物质。美国堆肥协会（US Composting Council）建议堆肥测定指标包括pH、可溶性盐（电导率）、氮磷钾养分含量、有机质、水分、粒度、成熟度、稳定性、惰性杂质、痕量金属、杂草种子和病原体等，实施质量控制和使用风险控制。加拿大环境部长理事会（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制定堆肥质量指南（Guidelines for compost quality），规定堆肥产品安全性和质量标准，提出异物杂质、成熟度、病原体和重金属等限量要求。我国农业行业标准NY 525-2012《有机肥料》规定了重金属、大肠杆菌、蛔虫卵等限量指标，NY/T 1868-2010《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有机肥料》规定了有机肥料合理使用的原则和技术，强调在有机肥料积制过程中，应彻底杀灭对作物、畜禽和人体有害的病原菌、寄生虫卵、杂草种子等，消除薄膜等杂物，严格控制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保证农产品安全生产，达到对环境卫生无害。本文综述了有机肥料施用可能带来的风险因子，总结了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
1 生态环境风险
1.1 重金属
原材料来源及肥料品位不定、畜禽养殖业饲料添加剂使用，会导致有机肥料中重金属元素含量较高[2-3]。我国相关肥料标准规定了重金属砷、镉、铅、铬、汞限量指标要求（表1），但未规定Zn、Cu、Ni等限量指标，标准NY525–2012《有机肥料》中As、Cd和Hg限量指标较严格。
表1 我国主要肥料产品标准中重金属限量要求（mg/kg）

	标准
	砷As
	铅Pb
	镉Cd
	铬Cr
	汞Hg

	GB/T 23349-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50
	200
	10
	500
	5

	NY525-2012 有机肥料
	15
	50
	3
	150
	2

	GB/T 18877-2009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50
	150
	10
	500
	5

	NY 481-2002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重金属含量应符合GB 8172的要求，但GB 8172-1987《城镇垃圾农用控制》已禁止

	NY884-2012生物有机肥
	15
	50
	3
	150
	2

	NY/T798-2015复合微生物肥料
	15
	50
	3
	150
	2

	GB 20287-2006农用微生物菌剂
	75
	100
	10
	150
	5


针对不同pH值的土壤，标准NY/T 1334-2007 《畜禽粪便安全使用准则》规定了畜禽粪便用作肥料原料时，重金属砷、铜、锌的限量指标（mg/kg干粪计）（表2）。袁凯等[4]通过土壤中重金属Cu和Zn积累的风险评估模型，推算畜禽粪便Cu、Zn限量阈值分别为80.8~2257和1322~20041 mg/kg。
表2 用于肥料的畜禽粪便原料中重金属限量指标（mg/kg干粪计）
	项目
	土壤pH

	
	<6.5
	6.5~7.5
	>7.5

	砷
	旱田作物
	50
	50
	50

	
	水稻
	50
	50
	50

	
	果树
	50
	50
	50

	
	蔬菜
	30
	30
	30

	铜
	旱田作物
	300
	600
	600

	
	水稻
	150
	300
	300

	
	果树
	400
	800
	800

	
	蔬菜
	85
	170
	170

	锌
	旱田作物
	2000
	2700
	3400

	
	水稻
	900
	1200
	1500

	
	果树
	1200
	1700
	2000

	
	蔬菜
	500
	700
	900


注：摘自标准NY/T 1334-2007 《畜禽粪便安全使用准则》。
    加拿大法律“T-4-120 - Regulation of Compost under the Fertilizers Act and Regulations”将通过生物氧化发酵生产的堆肥（Compost）分为A和B两类：A类用于任何用途，如农业用地，住宅花园、园艺经营、苗圃产业等业务。B类因存在尖锐异物或重金属元素含量较高被限制使用。加拿大堆肥质量指南中对A和B类堆肥中重金属提出了限量要求，还提出土壤累积添加限量值，B类堆肥As、Cr、Cu、Mo、Ni、Se、Zn、Cd、Hg、Pb在土壤累积添加限量要求分别不超过15、150、210、4、36、2.8、370、4、1、100 kg/ha。图1-8汇总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重金属限量指标[5]。与欧盟第2019/1009号法规定相比，我国标准NY 525-2012《有机肥料》中Cd与Hg限量值偏高，Pb和As限量值偏低，而GB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规定Ni限量值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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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Cd限量指标
注：【1】AT：奥地利；BE：比利时； DK：丹麦；FI：芬兰；FR：法国；DE：德国；GR：希腊；IE：爱尔兰；IT：意大利；LU：卢森堡；NL：荷兰；PT：葡萄牙；ES：西班牙；SE：瑞典；CH：瑞士；UK：英国；CA：加拿大；NZ：新西兰；NY：纽约州；WA：华盛顿州；TX：田纳西州。各国与地区的缩写以下同。【2】红色直线是我国NY 525-2012《有机肥料》规定的Cd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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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Cr限量指标
注：【1】红色直线是我国NY 525-2012《有机肥料》规定的Cr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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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Hg限量指标
注：【1】红色直线是我国NY 525-2012《有机肥料》规定的Hg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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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Pb限量指标
注：【1】红色直线是我国NY 525-2012《有机肥料》规定的Pb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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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As限量指标
注：【1】红色直线是我国NY 525-2012《有机肥料》规定的As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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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Ni限量指标
注：【1】红色直线代表是我国GB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规定的Ni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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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Cu限量指标
注：【1】红色直线是我国标准NY/T 1334-2007《畜禽粪便安全使用准则》规定Cu限量指标中的最高值，绿色是Cu限量指标中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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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或法案规定的堆肥或有机肥料中Zn限量指标
注：【1】红色直线是我国标准NY/T 1334-2007《畜禽粪便安全使用准则》规定Zn限量指标中的最高值，绿色是Zn限量指标中的最低值。
董元华[6]估计我国畜禽粪便农用输入农田土壤的Cu、Cd、Zn占到总输入量69%、55%和51%。黄绍文等[7]采集126个有机肥料样品和255个有机废弃物样品，根据标准NY525-2012，鸡粪Cd、Pb和Cr超标率分别为10.3%、17.2%和17.2%，猪粪Cd和As超标率分别为20.0%和6.7%，其它商品有机肥料Cr、Cd、As和Hg超标率分别为13.4%、2.4%、2.4%和2.4%。Liu等[8]估算2017年我国畜禽粪便排放总量为1.64×109 t（鲜重），牛排泄物占45.77%；粪便中重金属排放总量为2.86×105 t（干重），猪粪贡献占71.52%；粪便中锌和铜污染农田风险较大。穆虹宇等[9]收集文献数据并在全国各地畜禽养殖场采集了共348个样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畜禽粪便中各重金属元素含量分布为偏态分布，镉Cd、Pb、Cr、As、Hg、Cu、Zn和Ni的含量（mg/kg）范围分别为未检出(ND)～147、ND～1919、0.003～2278、ND～978、ND～103、ND～1747、ND～11547和1.22～1140，均值（mg/kg）分别为2.31、13.5、36.3、14.0、0.97、282、656和21.8，中位值（mg/kg）分别为0.72、8.96、12.0、3.52、0.07、115、366和13.1，均值比中位值高1～13倍。依据标准NY525-2012，畜禽粪便中Cd、Pb、Cr、As和Hg超标率分别为12.3%、2.6%、2.8%、20.6%和3.7%；按照德国腐熟堆肥标准，Cu、Zn和Ni的超标率分别为53.9%、45.7%和0.59%。
1.2抗生素
    世界上大约50%的抗生素用于养殖业[10]。饲喂的抗生素大部分以原药或代谢产物形式经动物粪便和尿液排放到土壤、水体中，可通过食物链影响植物、微生物和动物生命活动和功能。某些抗生素可在土壤中长期残留[1,11-12]。2013年我国抗生素使用量为16.2万t，养殖业抗生素占到52%[13]，36种常见抗生素排放量约为5.4 万t，排放到土壤和水体中分别占54%和46%，84.0%来源于动物排泄，猪、鸡和其他动物排泄比例分别为44.4%、18.8%和20.9%；涉及抗生素有磺胺类、四环素类、氟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β-内酰胺类等[14-15]。Xie等[12]汇总了我国部分地区来自畜禽粪便的有机肥料中抗生素含量（表4），抗生素测定方法多为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
表4 我国部分地区有机肥料中抗生素含量范围
	地区
	抗生素种类
	含量范围（mg/kg干重）
	来源
	测定方法
	参考文献

	天津
	土霉素
	0.08~183.5
	粪肥
	LC-MS/MS
	[15]

	
	四环素
	0.11~43.5
	
	
	

	
	金霉素
	0.14~26.8
	
	
	

	
	环丙沙星
	<方法定量限~4.3
	
	
	

	
	磺胺甲恶唑
	0.23~5.7
	
	
	

	沈阳
	土霉素
	0.57~47.2 (18.5a)
	猪粪、鸡粪
	LC–MS/MS
	[16]

	
	四环素
	0.06~57.0 (4.7 a)
	
	
	

	
	金霉素
	1.24~144.0 (45.1 a)
	
	
	

	
	磺胺嘧啶
	0.12~5.0 (0.8 a)
	
	
	

	
	磺胺甲恶唑
	0.02~18.0 (1.1 a)
	
	
	

	8个省区（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
	土霉素
	0.27~10.6 (1.6 b)
	鸡粪
	高效液相色谱
	[17]

	
	金霉素
	0.16~17.7 (1.1 b)
	
	
	

	
	环丙沙星
	0.68~45.6 (3.8 b)
	
	
	

	
	诺氟沙星
	0.85~225.4 (3.1 b)
	
	
	

	
	恩诺沙星
	0.33~1420.8 (4.6 b)
	
	
	

	北京、嘉兴、莆田
	四环素类
	0.1~15.3
	猪粪
	LC-MS/MS
	[18]

	
	喹诺酮类
	0.4~94.3*
	
	
	

	
	磺胺类
	1.7~5.8*
	
	
	[19]

	江苏
	四环素类
	0.3~3.0 (0.3a)
	鸡粪、猪粪、牛粪
	LC–MS/MS
	[20]

	
	喹诺酮类
	0.1~0.2 (0.2 a)
	
	
	

	
	磺胺类
	0.06~0.8 (0.1 a)
	
	
	

	北京、嘉兴、莆田
	四环素类
	88.3~850.8*
	猪粪堆肥
	LC–MS/MS
	[18]

	
	喹诺酮类
	0.8~498.0*
	
	
	

	
	磺胺类
	1.5~14.0*
	
	
	[19]

	浙江
	四环素类
	<方法定量限~72.8 (2.3 a)
	由鸡、牛、猪粪或其混合物制成的堆肥
	LC–MS/MS
	[21]

	
	喹诺酮类
	<方法定量限~5.3 (0.1 a)
	
	
	

	
	磺胺类
	<方法定量限~6.8 (0.1 a)
	
	
	

	江苏
	四环素
	54.6~144.9 (90.5 a)*
	用牛、鸡或猪粪制成的堆肥
	LC–MS/MS
	[20]

	
	喹诺酮类
	57.3~5447 (1562 a)*
	
	
	

	
	磺胺类
	17.8~92.7 (48.6 a)*
	
	
	


注：a括号中数据为中位数。b括号中的几何平均数。*，单位为μg/kg dw。LC-MS/MS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Goss等[11]也总结了动物粪便或堆肥中抗生素浓度范围，如下表5所示。
表5 动物粪便或粪肥中抗生素浓度（mg/kg干重）
	抗生素类别
	抗生素
	来源
	抗生素浓度
	参考文献

	氟喹诺酮类
	双氟沙星
	猪
	34~460
	[22-24]

	
	恩诺沙星
	鸡
	0.05
	

	大环内酯类
	泰乐生
	牛犊
	<0.1~115.5（鲜样）
	[25]

	聚醚类
	莫能菌素
	鸡
	4000
	[26]

	多肽
	伊维菌素
	肉牛
	3.9~9.0
	[27]

	磺胺类
	磺胺氯吡啶
	鸡
	10~35
	[28-31]
[22,24]

	
	磺胺嘧啶
	鸡
猪
	1~2

2517.9
	

	
	磺胺二甲嘧啶
	肉牛
	<0.1~10
	

	
	
	牛犊
	1.0~6.2
	

	
	
	猪
	1~440
	

	
	磺胺甲恶唑
	鸡
	<5
	

	
	磺胺塞唑
	鸡
	<6
	

	
	
	猪（饲养）
	0.1~5.3
	

	
	
	猪（产仔）
	12.4~375.8
	

	四环素类
	金霉素
	肉牛
	0.1~401
	[32-33]
[22,31,34]

	
	
	牛犊
	113
	

	
	
	猪
	880
	

	
	
	鸡
	0.25~95
	

	
	土霉素
	肉牛
	0.05~18
	[22,25,32]

	
	
	牛犊
	0.8~871.7（鲜样）
	

	
	
	鸡
	0.06~0.45
	


    目前我国有机肥料中抗生素检测方法标准有：GB/T32951-2016《有机肥料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与强力霉素的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但标准不适用于豆饼肥，且方法灵敏度不高：土霉素、四环素和强力霉素检出限为0.75 mg/kg，金霉素检出限为1.0 mg/kg。NY/T 3167-2017《有机肥中磺胺类药物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规定了利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有机肥料中磺胺醋酰、磺胺嘧啶等19种磺胺类药物含量，方法对磺胺醋酰、磺胺噻唑、磺胺甲噻二唑和磺胺氯哒嗪的检出限为6 μg/kg，定量限为20 μg/kg；其余15种磺胺类药物含量检出限为3 μg/kg，定量限为10 μg/kg。

    抗生素使用带来病原菌和非病原菌等微生物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渐已暴露。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t genes，ARGs）被广泛关注。ARGs在生物体内和土壤中可长期存在，通过水平转移等途径在环境介质中进行迁移、转化、传播，获得ARGs微生物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耐药性增加，易大量繁殖并成为ARGS储存库。耐药病原菌的蔓延，增加疾病治疗难度，危害人类健康[35-39]。根据抗生素种类和耐药机制（抗生素失活、通过外排泵挤出和特定蛋白对核糖体等靶点的保护），将ARGs分为九类：四环素（tet）、磺胺类（sul）、β-内酰胺类（bla），大环内酯类林可酰胺链球菌素B（erm）、氨基糖苷类（aac）、FCA（氟喹诺酮、喹诺酮类、氟苯尼考、氯霉素、安非霉素）（FCA）、粘菌素（mcr）、万古霉素（van）和多种药物（mdr）。tet、sul、erm、fca和bla在畜禽粪便常检测到，tet和su最丰富。Xie等[12]汇总了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区粪便、堆肥或土壤中部分抗药性基因的丰度数据，测定方法包括实时定量PCR（RT‐qPCR）和高通量定量PCR（HT-qPCR）（表6）。
表6 我国不同地区粪便、堆肥或土壤中部分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丰度

	地区
	ARGs种类
	测定方法
	ARGs水平
	来源
	参考文献

	浙江
	磺胺类抗性基因sul
	RT‐qPCR
	10−2~10−1
	禽粪
	[40]

	
	磺胺类抗性基因sul
	
	10−4~10−3
	猪粪和羊粪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10−5~10−2
	猪、羊和家禽粪便： 
	

	上海
	磺胺类抗性基因sul
	RT‐qPCR
	10−5~10−2
	猪、牛和家禽粪便
	[41]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10−5~10−3
	
	

	北京、天津、嘉兴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RT‐qPCR
	10−5~10−2
	猪场附近土壤
	[42]

	江苏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RT‐qPCR
	10−5~10−2
	猪粪
	[43]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RT‐qPCR
	10−5~10−2
	猪粪堆肥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RT‐qPCR
	10−6~10−3
	施用新鲜猪粪或堆肥土壤
	

	长沙、鹰潭、南昌
	磺胺类抗性基因sul
	RT‐qPCR
	10−5~10−3
	长期施用粪肥的水稻土
	[44]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10−7~10−3
	
	

	福建
	四环素抗性基因tet
	RT‐qPCR
	10−6~10−3
	种植葡萄、水稻或土豆的土壤
	[45]

	北京、嘉兴、莆田
	各种类型抗生素抗性基因
	HT-qPCR
	高达10−2~10−1
	猪粪及其堆肥
	[46]

	江苏
	各种类型抗生素抗性基因
	HT-qPCR
	高达10−3~10−1
	猪、牛或鸡粪便或堆肥
	[20]


    堆肥发酵过程中高温（达到90°C）有效去除抗生素，减少对ARGs潜在选择[47-49]。厌氧发酵降低动物粪便中ARGs效率取决于底物类型、操作温度和微生物宿主等因素，部分ARGs仍可存活[50-51]。生物炭、沸石、高吸水性聚合物和煤渣等添加剂添加到堆肥或土壤中，可提高ARGs去除效率[51]。

1.3有机污染物
    有机肥料原料可带入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持久性或亲油性有机污染物。环境激素（环境荷尔蒙或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释放到农田环境中，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长期与人类和动物接触，会引起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出现异常。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典型的一类环境激素。以畜禽粪便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天然动物雌激素，包括雌二醇、雌激素酮、雌激素三醇、雌马酚及其代谢中间体等环境激素[52]。肥料中存在有机氯农药、多环芳烃（PAHs）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53]。Khillare等[54]研究表明印度新德里5个污水处理厂污泥中16种多环芳烃的平均浓度为20.67±4.14 mg/kg，致癌多环芳烃占PAHs总量的47%，苯并[g，h，i]苝浓度较高，其次是二苯并[a，h]蒽。低分子量和高分子量PAHs占总PAHs含量19%和81%。污泥中PAHs主要来源是煤和天然气燃烧，木材燃烧、石油和石油衍生物也会带入。
    我国在有机肥料环境激素等污染风险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标准GB/T 35104-2017《肥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规定了肥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含量的测定。GB/T 32952-2016 《肥料中多环芳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规定了肥料中萘、苊烯、苊、芴、菲等16种多环芳烃含量的测定方法，含量范围为0.1~30 mg/kg。表7列出了一些国家堆肥标准或法案[55]及我国标准 GB 38400-2019规定的肥料中有机污染物限值。
表7 一些国家有机肥料中有机污染物的限值（mg/kg 干重）
	
	奥地利
	比利时
	捷克
	丹麦
	法国
	匈牙利
	卢森堡
	中国

	多氯联苯
	1
	0.8
	0.02（等级1）；0.2（等级2）
	
	
	0.1
	0.1
	

	多氯二苯并呋喃
	
	
	
	
	
	5ng/kg 干重
	20 ng/kg 干重
	

	二恶英
	50 ngITEQ/kg干重
	
	
	
	
	
	
	

	多环芳烃
	6
	2.3（萘、荧蒽，苯并[b，k]荧蒽；
1.1（苯并[a]芘，苯并[g，h，i]苝，茚并[1,2,3cd]芘；0.9（菲）；
0.68（苯并[a]蒽）；1.7（䓛）
	3（等级1）；6（等级2）
	3
	4（荧蒽）；2.5（苯并（b）荧蒽）；
1.5（苯并（a）芘）
	1
	
	0.55苯并[a]芘

	可吸收有机卤素
	500
	20
	
	
	
	
	
	

	碳氢化合物
	3000
	1.1（单环芳烃）;5.5（烷烃）;0.23（氯化烃）
	
	
	
	100（石油烃总量）；
0.1（苯并芘）
	
	2500（石油烃总量）

	直链烷基苯磺酸盐
	
	
	
	1300
	
	
	
	

	壬基酚
	
	
	
	30
	
	
	
	

	邻苯二甲酸二酯
	
	
	
	50
	
	
	
	25（邻苯二甲酸酯类总量）


1.4 微塑料
    微塑料主要是指粒径＜5 mm塑料颗粒[56]。微塑料粒径小、数量多、分布广，易于为生物所吞食，在食物链中积累。由于具有一定的吸附特性，可将污染物或微生物吸附并富集于其表面，作为污染物的载体。土壤微塑料来源包括工农业生产活动、城市建设、日常生活排放、大气沉降等。农业生产上微塑料来源于地膜、肥料、农田灌溉、污泥等[57-58]。
    Bläsing和Amelung[59]比较了德国波恩某有机肥加工厂的3个有机肥样品，发现（粒径> 0.5 mm的肉眼可见的塑料碎片含量在2.38~180 mg/kg；而在斯洛文尼亚的调查中发现，有机肥中塑料含量更高，达到1200 mg/kg[60]。Weithmann等[61]观测到粒径大于1 mm的约有14~895 个/kg。上述3例报道都是针对有机肥中粒径0.5 mm 以上的塑料碎片，更小粒径的微塑料污染状况研究还缺少报道。Li等[62]在我国11省份的28个污水处理厂采集了污泥样品，结果发现微塑料平均含量为22700±12100 个/kg（干污泥），核算我国每年大约有1.56×1014 个微塑料颗粒通过污泥进入环境中。随着有机肥料产量和施用量的增加，有机肥料施用是农田土壤中微塑料积累值得关注[57-58]。
2 农学风险
2.1 盐分
钠离子浓度过高时影响土壤性状，对作物生长代谢产生抑制作用。氯虽是植物必需营养元素，但氯过量影响作物生长[63-64]。对氯敏感的作物如烟草、茶叶、柑橘、葡萄、西瓜、马铃薯、紫云英等，慎重施用含氯肥料。
肖辉等[65]报道设施蔬菜施用有机肥料，土壤盐分含量出现累积。土壤含盐量与有机肥料施用量呈正相关[66]。肥料浸提液电导率（EC）即可溶性盐含量反映其中离子总浓度。黄绍文等[7]调查表明商品有机肥料EC值平均23.5 mS/cm，有机废弃物EC值平均7.7 mS/cm。鸡粪和其它有机废弃物EC值相对较高，其次是羊粪，猪粪和牛粪EC值相对较低。以餐厨垃圾为原料生产有机肥料含盐量相对较高，水洗预处理可以降低产品含盐量[67]。畜禽集中饲养产生粪污含盐量较高。乳制品和饲养场粪污中含盐量可高达5%-10%。频繁和/或大量施用粪肥会增加土壤盐渍化和作物受盐害的风险[68-69]。以风化煤、泥炭和褐煤为原料加工制成腐植酸钠，是一种大分子有机弱酸钠盐，以此为原料生产有机肥料会带来钠离子较高。味精废液或碱法制浆造纸黑液为原料的有机肥料中钠离子含量也会较高。
目前，NY 525-2012《有机肥料》、NY 884-2012《生物有机肥》等标准中未规定氯离子的检测方法和限量技术指标。标准NY/T 1972-2010《水溶肥料 钠、硒、硅含量的测定》设立钠含量检测方法，但未设立限量技术指标。GB/T 18877-2009《有机-无机复混肥料》规定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氯离子≤3.0%。
2.2 腐熟度
有机肥料堆制过程中若腐熟不够，在土壤中分解消耗氧气，作物缺氧，生长受抑；肥料发酵，产生氨气、甲烷、有机酸等物质，加上发酵产生的热量，易损伤作物根系。肥料碳氮比过高，微生物分解过程中竞争氮，若不配施氮肥，作物易出现缺氮黄化现象[70]。施用不稳定/不成熟的堆肥产品，对植物生长不利，并吸引苍蝇等病原媒介，产生气味。加拿大堆肥质量指南规定：堆肥稳定性包括生物稳定性和腐殖质形成。堆肥应至少堆制21天，并要求呼吸速率≤400 mg氧气/kg挥发性固体（或有机物）•小时，二氧化碳的释放速率≤4mg二氧化碳/g有机物•天，堆肥温度至少高于环境温度8℃。
有机废弃物堆肥腐熟度评价指标包括[71-76]：（1）物理指标：温度、颜色和气味。腐熟好肥料呈黑褐色或黑色；难闻气味消失，具有潮湿的泥土特征。堆肥初期堆体发热，温度可达到55℃或以上，保持高温一段时间后逐渐冷却，后期温度恢复到与环境温度一致，堆体基本腐熟。受原料本身性质、原料配比、含水量及环境温度的影响，不同堆肥系统温度变化大，堆体不均，各区域温度分布不均衡，限制了温度作为表征腐熟度指标。（2）化学指标：pH、电导率、有机碳、水溶性碳氮、全氮、铵态氮与硝态氮、碳氮比、水溶性腐殖酸等。C/N可作为腐熟度评价指标。随堆腐进程，堆体碳含量降低，C/N比下降。理论上腐熟好的肥料C/N接近微生物菌体C/N（16左右），C/N小于20时可认为基本腐熟，但不同原料起始碳氮比值不同，终点C/N/初始C/N小于0.6时，堆肥达到腐熟。有研究者采用红外光谱法和核磁共振波谱法表征原料堆腐过程中物质结构、官能团组成变化。（3）生物指标：发芽指数、呼吸速率、酶活变化、微生物变化等。发芽指数=(肥料浸提液处理的作物种子发芽率×浸提液处理的作物种子根长)/(对照组的种子发芽率×对照组的种子根长) ×100%)，腐熟度高的肥料产品施入土壤，作物发芽指数高。呼吸作用评价原理是微生物处于休眠状态，堆体生化降解速率及二氧化碳产生和氧气消耗较慢，堆肥中仍有大量易降解性物质，腐熟度不高。美国Woods End研究实验室提出Solvita测试法，将样品放入密闭小杯中，对照颜色反映有机物降解产生的CO2，颜色对照表从1(生堆料)到8(腐熟堆肥)变化，读数越大则腐熟程度越好，该方法操作简易、快速，可在4 h内得出结论[77]。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推荐堆肥稳定性的耗氧速率测定方法ASTM D5975 - 17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Stability of Compost by Measuring Oxygen Consumption。美国堆肥协会推荐堆肥成熟度采用生物检测，Solvita得分为5或6。稳定性是指堆肥过程中有机物分解的特定阶段或状态，与有机化合物的残留类型和材料中的生物活性有关，采用呼吸测量法，二氧化碳释放率低于7。
3 生物安全风险
3.1 病原体
    有机肥料中存在病原生物包括细菌、病毒、原生动物寄生虫（如微小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parvum与肠兰伯式鞭毛虫Giardia lamblia）、和蠕虫（蛔虫），对环境与人类健康甚至生命造成威胁。源病原体进入生长环境，死亡率取决于环境条件、区域和其他生态因素[1]。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2015年发布《农场污染对公众健康风险的最终定性评估》（《Final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Risk to Public Health from On-Farm Contamination of Produce》），有机肥料施用引起农产品公共卫生病原体污染的可能性与原料来源、积制过程、施用方式有关。以接触作物可收获部分的方式施用有机肥料最有可能造成农产品病原体的污染，尤其是在接近作物收获时施用。
    微生物肥料选用的功能微生物菌种及吸附载体（原料和辅料）不当会带来病原体。芽孢杆菌是微生物肥料的常见生产菌株，但有些菌株能产生多种毒素，引起人类食物中毒，如含有溶血素全部基因菌株会产生溶血环，蜡样芽孢杆菌含有3种溶血素基因（hblA、hblC、hblD）。随机抽取微生物肥料产品中192株生产菌株，进行溶血反应筛查，结果发现68株溶血反应阳性，溶血比例高达35.41％；所有侧孢芽孢杆菌均为溶血阳性，75％解淀粉芽孢杆菌菌株溶血阳性，10％枯草芽孢杆菌菌株阳性。虽然暂无数据直接证明这些细菌对人类有致病作用，但其潜在危害不容忽视[78-79]。有机肥料存在烟曲霉、黄曲霉，产生黄曲霉素是剧毒物、强致癌物。微生物肥料产品曲霉菌株产真菌毒素检出率为8.70%[78-79]。
标准NY525-2012《有机肥料》、NY 884-2012《生物有机肥》、GB 20287-2006《农用微生物菌剂》、NY 884-2012《生物有机肥》、GB/T 18877-2009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NY/T798-2015《复合微生物肥料》等限定“粪大肠菌群数”≤100个/g(mL)；蛔虫卵死亡率≥95%。NY/T 1334-2007《畜禽粪便安全使用准则》规定了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的堆肥卫生学要求限值：粪大肠菌值10-1～10-2、蛔虫卵死亡率95%～100%、堆肥中及堆肥周围没有活的蛆、蛹或新孵化的成蝇。沼气肥卫生学要求：蛔虫卵沉降亡率95%以上，不应有活的血吸虫卵和钩虫卵，粪大肠菌值10-1～10-2，有效地控制蚊蝇孽生，沼液中无孑孓，池的周边无活蛆、蛹或新羽化的成蝇，沼气池中粪渣应符合堆肥卫生指标。标准GB/T 36195-2018《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规定了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卫生学要求，固体畜禽粪便堆肥蛔虫卵死亡率≥95%，粪大肠菌群数≤105个/kg；液体畜禽粪便厌氧处理要求蛔虫卵死亡率≥95%，不应检出活的钩虫卵，粪大肠菌群数常温沼气发酵≤105个/L、高温沼气发酵≤100个/L。GB7959-2012《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规定了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限值和粪便处理卫生质量的监测检验方法。表7列出了美国、欧盟地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对生物污泥和堆肥用作有机肥料中病原体进行的限量要求指标。

表7 部分国家和地区生物污泥和堆肥用作有机肥料中病原体限量指标
	生物种类
	美国
	新西兰
	英国
	新南威尔士
	加拿大
	欧盟

	
	A类
	B类
	A类
	
	A类
	
	

	大肠杆菌
	N/A
	
	<100 MPN/g
	1000 CFU/g
	N/A
	
	1000 CFU/g或mL

	粪大肠菌群
	<1000 MPN/g
	<2,000,000 MPN/g
	N/A
	
	<1000 MPN/g
	<1000 MPN/g
	

	沙门氏菌
	<3 MPN/4 g
	
	<1/25 g
	Nil
	0/50 g
	<3 MPN/4 g
	0/25g或25mL

	肠道病毒
	<1 PFU/4 g
	
	<1 PFU/4 g
	
	<1 PFU/4 g
	
	

	蛔虫卵
	<1/4 g
	
	1/4 g
	
	<1/4 g
	
	


    农业生产粪便或废弃物原料经化学和物理无害化处理及堆肥高温处理，有机肥料产品中病原体水平相对较低，但堆肥过程不可能完全消除病原体。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局规定堆肥设施运行中，确保在至少7d内达到54~77°C的工作温度并保持14d。加拿大食品检验局《T-4-120-根据肥料法和法规对堆肥的监管》将传播牛海绵状脑病（BSE）（通常被称为疯牛病）的牛组织称为特定危险物质，不允许用于肥料。包含任何形式特定危险物质的堆肥（如牛粪便堆肥）都被视为特定危险物质，不得作为肥料出售，特定情况下需许可限制下使用。
3.2 生物入侵风险
有机质载体本身适合生物繁殖生长，因此有机肥料进出口，容易带来动植物传染病、昆虫、杂草、微生物以及其他有害生物传入、传出[80]。转基因材料混入有机肥料中，与土壤原著生物之间可以发生水平基因转移或基因重排、突变、复制，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危害[78-7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我国目前有机肥料原料和肥料实施不同检验检疫管理（表8）。GB/T 20879-2007 《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品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技术要求》标准规定了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品传播有害生物的风险进行分析的技术要求。适用于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品传播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
表8 有机肥料进出口产品检疫管理

	海关HS编码
	HS名称
	监管条件
	检验检疫类别

	3101001100
	未经化学处理的鸟粪
	进口/出口
检验检疫
	进境/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检疫

	3101001910
	未经化学处理的森林凋落物（包括腐叶、腐根、树皮、
树叶、树根等森林腐殖质）
	进口/出口
检验检疫
	进境/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检疫

	3101001990
	未经化学处理的其他动植物肥料
	进口/出口
检验检疫
	进境/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检疫

	3101009010
	经化学处理的含动物源性成分（如粪、羽毛等）
动植物肥料
	进口/出口
检验检疫
	进境/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检疫

	3101009020
	经化学处理的森林凋落物（包括腐叶、腐根、树皮、
树叶、树根等森林腐殖质）
	进口/出口
检验检疫
	进境/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检疫

	3101009090
	经化学处理的其他动植物肥料
	进口/出口
检验检疫
	进境/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检疫

	310590100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进口检验检疫
	进口商品检验

	3105909000
	其他肥料
	进口检验检疫
	进口商品检验


4 小结与建议
合理利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科学施用有机肥料，可提升土壤肥力，提高农产品产量与品质，减轻生态环境污染，但有机肥料原料来源广泛，成分复杂，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抗生素残留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风险；腐熟过程不充分、进出口检疫不完善，对作物、生态环境甚至人体健康带来有毒有害的致病微生物、外来生物入侵等风险；甚至还存在一些未知的污染和安全使用风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机肥料标准中风险控制指标尚不完善，致病生物风险危害评估与管理较为薄弱，建立有机肥料原料目录清单，建立原料成分与风险因子基础数据库，完善有机肥料产品与检测标准体系，完善有机肥料安全使用技术指标，综合考虑农田生态类型、农业生产区域、作物种植模式、有机肥料来源与成分等因素，开展有机肥料施用风险监测，建立风险评估结果产出服务平台及预警体系，对促进有机肥料健康、持续、科学合理施用，保障生态环境与农产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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